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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董欣洁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摘 要: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
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

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
发展的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

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
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
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通过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构建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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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指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①这里
表达的既是时代要求，同时也指明了历史学发展的努力方向。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如何
构建，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如何落实而进行的新探索。
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显然需要由中国学界主动开启，并由中国学者在自身历史经

验和当代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完成。事实上，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尤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已经在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武寅主持的百余位中国世界史学者合作完成的 8 卷 38 册 1500 余
万字的《世界历史》，等等，这些世界通史性著作实际上都是世界史话语体系的展现和载体。又如，
于沛的《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 1949—2009 ) 》集中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史的学科
发展、学术发展和研究实践。这些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世界历史
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判

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确保中国文

化的发展空间。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人类历史发展到当代阶段，是各国社会和
国际社会的结构以及世界力量平衡发生根本变化的产物，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混合发酵，造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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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剧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相应地，这就要求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能够科学把握和应对这个由各
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组成的复杂世界，充分说明全球一体的演变和走向。所以，我们需
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演变历

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
理论视角，进而为打通三大体系建设探索内在的理论途径。

一、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初兴

齐世荣在总结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历程时，概括为“三个阶段六代人”。这三个阶段分别是草创
时期( 19 世纪末到 1949 年) 、承前启后的打基础时期( 1949—1966 年) 和专精发展时期( 1978 年以
来) 。世界史的学科体系在第二阶段开始建立，学科内部分工日益发展，研究领域从“西洋史”逐步
扩展到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广大地区。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地区史、断代
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的专业研究学会纷纷成立; 专业刊物《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得以创刊;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和各种世界历史地图集、各种世界通史作品纷纷出版，等等。这些
具体工作在世界史研究力量的组织培养、世界史研究项目的规划制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相应地，这也为克服“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切实从全球视野出发推进具体的世界史研究提
供了制度基础和人才储备。
回顾中国世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关于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探讨从近代中国世界史

研究萌生以来，一直持续至今。从 19 世纪中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就与“救亡图
存”的时代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的世界史理论研究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
密切相连。因此，在中国人民反侵略并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
在国际政治现实基础上考察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初兴与探索，可以避免就世界史本身进

行抽象的所谓“纯学术”的探究，这对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具有直接的意义。
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抢占资源和市场，携坚船利炮暴力打开清政府闭关

自守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中国逐渐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面
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如何“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面临的迫切时代主题。这个时代主题在
历史学领域的理论表现之一，就是如何认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中国( 史) 与世界( 史)

的关系。当然，探索外部世界的意识在东西方的史学传统中都是一种长久以来的存在，中国学界正
式接触到所谓的“西学”，亦可追溯到明末的基督教入华时期传入的学术。16 世纪末以来，中西文
化能够进行较为平等的交流，但到 19 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展现出来的暴力性和侵略性，
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空前的文化危机意识。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促使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畬、姚莹、梁廷枏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
知识分子，迅速对时代变局做出反应，积极吸收外国史述著作的成果，编撰完成《四洲志》《海国图
志》《瀛寰志略》《康 纪行》《海国四说》等作品，以满足国人急需了解外国和世界情况的现实需要。
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的萌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世界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初兴阶段，其突

出表现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论断。
作为当时中国人编撰的最为完备的世界史地全书，《海国图志》于 1842 年底刊刻问世，这部开

山之作为国人提供了广阔的世界知识图景，将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念对接到近代的世界地理范围之

中，对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助益。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 中国
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魏源( 1794—1857 ) 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历经乾嘉道咸四
朝，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剧烈变革时期，他师从经学大师刘逢禄研习

《公羊春秋》，从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现实前提出发，积极提倡社会变革思想。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给予了理论解答。他鲜明地提出: “是书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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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曰: 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去伪、去饰、去畏难，去
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以守为攻，以守为款，
用夷制夷，畴司厥楗”。①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魏源并不纠缠于“华夷之辨”、“夷夏大
防”，他敢于正视国家的不足之处，在用国别史体例和大量篇幅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基础
上，指出学习西方才能抵抗西方侵略，并对中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怀有坚定的信心。魏源将夷
之长技归纳为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② 他的论断对洋务派和维新派都构成了重要的学术资
源。同时，这也表明中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于艰危之世接触西方文化、接触世界之时，仍然秉承
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原则，没有将抵抗列强侵略与向外来的西方文化学习盲目对立，而是努力理

顺两者的关系以达到摆脱侵略和实现中国文化自新的双重目的。这一鲜明的主体意识也成为中国历
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的重要理论特征。
作为“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容闳 1854 年启程归国时怀有的信念便是“以

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③ 到 19 世纪 60 年代，这种提倡学习西方
的科学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目的的思想共识，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冯桂芬( 1809—1874 ) 在《校
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篇中提出: “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今欲采西
学……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④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
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论断在二三十年后得到更简练的表达，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
说。例如，清末翻译家沈毓桂 ( 曾用名沈寿康，1807—1907 ) 供职于《万国公报》，在光绪十五年
( 1889) 撰《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一篇，指出“西学自当以中学为本，而提纲挈领固亦有道也。务愿
有志西学者，勿视中学为具文，䌷绎中国之文辞，以旁通西国之义蕴”。⑤ 再如，张之洞 ( 1837—
1909) 在 1898 年刊行的《劝学篇·会通第十三》中指出，“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
则旧学恶新学……新学轻旧学”，“不通之害”，导致“自塞”、“自欺”、“自扰”三蔽，他明确提出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 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⑥

这种思路显然是当时的开明士大夫阶层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努力汇通中西之学的表现。这
也说明了中国学界对如何认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的长期探讨。
《海国图志》仍然将西方各国称为“西夷”。《瀛寰志略》开篇“地球”虽然提出“地形如球，以周
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⑦ 但仍将中国视为“万方仰之如辰极”。⑧ 这些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观
念在当时世界史地研究中的反映。正如有学者指出，从鸦片战争到 1875 年，国人亲历东西洋的载
记，为数实在寥寥。⑨ 到 19 世纪末，甲午战争使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凭恃武力和强
权向中国索取的 2. 3 亿两白银，相当于当年日本国库收入的四倍之多。瑏瑠 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
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国门大开，西学大量涌入，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的观念日益扩
展。王韬( 1828—1897) 、黄遵宪( 1848—1905) 等人都有在外国的亲身生活和工作经历，纷纷编写了
关于对象国的史学研究著作。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这一时期
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视为中国在法国史和日本史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这些作品研究的虽然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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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日本的历史，但出发点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将外国历史作为中国变法自强的借鉴。
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现实影响，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首重自然是西方各国，对东邻日

本近代的情况则有所隔膜。黄遵宪曾任清朝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等职，与日本朝
野交往广泛，他既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进步可资借鉴，又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怀有警惕。黄遵
宪明确指出: “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
于外事不屑措意。”①1887 年黄遵宪完成了 50 多万字的典制体著作《日本国志》。典章制度之专史即
为志，黄遵宪首次将典制体用于外国史研究，对日本各项制度进行了原始察终性质的分析，他还开

创了《工艺志》的研究，阐述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日本国志》成书后曾送呈总理衙门，可惜未能
引起重视，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王韬在《普法战纪》( 1873 年印行) 前序中表明自己对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分析。他以春秋

列国之大势例之欧洲，分析欧洲均势现象，认为“以英、法、普、俄四者并峙，可以维持欧洲，互
相牵制”; 欧洲变局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则在于“善体天心者，无虞邻国之难，而益励其修，奋武卫，
振边防，习战守，练水攻，造舰炮，精艺术，师长技，明外情，先自立于无间之地，而后敌乃不得

伺间以乘我”。② 王韬进一步整合天下与世界的观念，指出“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其
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地球不
毁，人类不亡”。③ 王韬痛陈那些因循守旧、夜郎自大的传统观念已经落后于时代。他作《中国自有
常尊》篇，指出“中国天下之首也，尊无异尚，此古之通义，而非徒以口舌争者也。若夫盛衰之势，
强弱之形，则自玄黄剖判以来，原无一定，固不得藉一时之盛，恃一日之强，而辄夜郎自大也”。④

他作《变法自强》三篇，指出“我中国……溯乎立国规模，根深蒂固，但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则因
地制宜，固不可不思变通之道焉”。⑤ 他作《华夷辨》提出，“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
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
也明矣……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⑥王韬提倡“君民共治，上下相通”，认为“以我中国幅
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天下，以视欧洲诸国，其大小多寡岂可同日而语? 即如英国，屹然三岛

耳，其地不足当中国数省，其民不足当中国二大省，而民心团结，有若长城，遂足恃之以无恐。我
中国诚能收民心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⑦王韬这些阐述将传统文化与外国历史结合起来，从器物
层面扩展到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在时代变局中应当持有的社会变革意识和文化定位，进一步推动

了新的世界观念和历史研究问题意识的发展。
前述的《万国公报》，首创者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1836—1907) ，初名《中国

教会新报》，后来更名为《教会新报》，1874 年再更名为《万国公报》，其英文名直译为《全球杂志》
( Globe Magazine，《万国公报》于 1883 年停刊，1889 年复刊，英文名称改为 The Review of the Time) 。
《万国公报》及其复刊后所属的广学会( 前身为同文书会，由在华的英、美、德国人士创办) ，汇集
了一批传教士撰稿人，例如，林乐知、慕维廉、李提摩太、李佳白，等等，他们积极在中国传播西
学尤其是史学作品以便进行学术传教。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
揽要》，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中东战纪本末》是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始文献和评论的汇编，
林乐知与其中国合作者蔡尔康在书中言道: “身居局外，心系行间，博采见闻，详加纪载，几如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清) 黄遵宪著，吴振清等点校整理: 《日本国志·日本国志叙》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 页。
( 清)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1 － 193 页。
( 清)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第 168 － 169 页。
( 清)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第 115 页。
( 清)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第 33 页。
( 清)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第 245 页。
( 清)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第 18 －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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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韩笔，无一字无来历。”①该书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描绘出甲午战争的社会历史背景、战争过
程、国际形势、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对中国战败原因的分析，颇见史学研究的深度。《中
东战纪本末》《泰西新史揽要》这两部作品分别由林乐知和李提摩太口译，由蔡尔康( 1852—1920) 笔
录完成。蔡尔康国学功底深厚，他的世界史书译撰活动，在这一时期的跨文化史学互动中很有代表
性。他为《中东战纪本末》作序时写道: 该书“事必求其真实，文无取乎浮华”，“当痛深创钜之时，
重筹长治久安之策。”②这表达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甲午战争惨败仍然持有的一种坚韧的文
化心态，以及从事国别史和世界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原则。
围绕《万国公报》展开的跨文化史学交流在这一时期颇为引人瞩目。例如，企德原著、李提摩太

和蔡尔康编译的《大同学》( 选录) 于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此文已经提到了马
克思和他的“安民新学”: “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 纠股办事之人，
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曼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
必将尽入其手……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迄
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③而且，“全地球”的史学这时也进入了学界的视野。广
学会署名所撰《速兴新学条例》刊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 的《万国公报》第 115 册，甚至声称“今泰西
各大国之士人，无不究心于学问。而其所究之舆地，遍地球之舆地也。所究之教化，遍地球之教化
也。所究之史学，遍地球之史学也……中国自古迄今，但究心于本国之学。……总之，人不囿于
古，而共知新学之大有关系，国势必浡然而兴……今将泰西要书总目附开于后”，在这份要书总目
之中，在第六项史学所列的九支类当中，第一类就是“全地球史学”。④ 这似可视为全球史学史意识
的萌芽。我们从中可以管窥中西文化之间的跨文化史学互动现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19 世纪末，大量的外国史学作品被翻译引进，世界史研究的编译渠道从欧美扩展及于日本。这
使国人更加了解外国的历史知识，关于世界的基础知识的扩展，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继续积累条

件。《万国史记》是这一时期受到中国学界重视的一本世界通史性作品。该书是日本学者冈本监辅在
博采日本国内翻译的西方世界史著作的基础上用中文撰写而成，目的是为日本学校提供世界历史教

科书，1879 年以 20 卷刊印于世。《万国史记》进一步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和华夷观念。该书
显然参稽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过，重野安绎为《万国史记》作序，批评魏源《海国图志》“以五洲
诸邦为海国”，“汉土亦一海国而已”，魏源“以达识著称，犹局于素习而不自察”。⑤ 《万国史记》按
照西方的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分期，将日本历史列于卷一开篇的“万国总说”和“亚细亚总说”
之后，然后分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地区各个国家的历史。这种编撰方法表现出来的关于历
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和总体观念受到重野安绎、冈千仞等日本学者的称道。⑥ 该书随后在中国广为翻
刻，黄遵宪、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对其有所关注并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

二、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探索

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世界史编译活动中，弱国的亡国史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史都受到
很大程度的重视，其意则在于使中国摆脱被列强瓜分亡国之危机。此类作品包括《埃及近世史》
( 1902) 、《印度灭亡战史》( 上海群宜译社) 、《亚细亚西部衰亡史卷》( 《译书汇编》本) 、《波兰衰亡
史》( 1901) ，以及《西力东侵史》( 1903) 、《五洲三十年战史》( 京师大学堂所藏译书) 、《俄国蚕食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广学会译著: 《中东战纪本末·例言》卷一，上海图书集成局 1896 年铸版，第 1 页 b。
上海广学会译著: 《中东战纪本末·蔡序》卷一，第 8 页 a。
李天纲编校: 《万国公报文选》，第 547 页。
李天纲编校: 《万国公报文选》，第 542、543 页。
［日］重野安绎: 《万国史记序》，［日］冈本监辅: 《万国史记》第 1 册，上海六先书局 1897 年铅印版，第 1 页 a。
［日］冈千仞: 《万国史记序》，冈本监辅: 《万国史记》第 1 册，第 2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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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史》( 1902) 、《世界殖民史》( 1905) ，等等。对外国立宪史和革命史作品的编译活动也非常突出。
《英民史记》( 1907) 、《法兰西革命史》( 1903) 、《美国独立史》( 1903) 、《美国立国原理》( 1915 ) 等
都是此类作品。① 救亡、反侵略、自强、进化论、变法、立宪、革命、建国等都是这一时期世界史
话语中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通过世界通史、文化史、国别史、断代史、地区史、普及读物甚
至外国人物传记等作品得到关注和讨论。
到 20 世纪初，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发展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其中也包括对西方史学

中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各种表现的反思。1901 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 年，他又发
表了《新民说》《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文，积极倡导进化史观、新史学和史界革
命，并在其中总结提炼了与世界史研究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 “今世
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
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即中国之文明相会合之
时代，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故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
强有力之位置也。虽然，此乃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故今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
史以外。”②二是对“欧洲中心论”的警惕和对爱国精神的强调: “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
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
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③三是参照西人之著世界史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分期，将中国
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为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
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 第二为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
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 第三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
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④ 这三个问题反映出梁启超对世界
史研究核心问题的敏感性，也是中国学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史研究的适时理论总结。

1901 年清末学制改革，这对世界史教育的普及和学科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意义，对于话语名词
也是一种梳理。1904 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癸卯学制) ，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大阶
段都开设了历史课程，其中就包括世界史。例如，1904 年 1 月 13 日《奏定中学堂章程》指出: “盖
中学教育，以人人知国家、知世界为主”，历史课程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示以今日
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次讲欧洲、美洲史”，“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
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⑤ 癸卯学制不仅在中学堂以上各个阶段
明确设定了世界史的各项课程，而且对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奏定学务纲要》指出: “中
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
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 ……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
讲解; 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浅深，并非强归一致”，⑥ “经学课程简要，并不妨碍西学”，⑦

“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今日时势不通
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⑧ 鉴于当时教科书急缺，《奏定学务纲要》还指出: “教
科书应颁发目录，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编辑”，官编教科书未经出版以前，“采用各学堂讲义及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此处世界史编译作品的文本信息，参见张晓编著: 《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 明末至 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9、347 － 388 页。

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 《新史学》，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67 页。
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 《新史学》，第 129 页。
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 《新史学》，第 80 － 81 页。
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29 － 330 页。
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498 页。
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499 页。
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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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纂教科书”，“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① 实际上，对于世界史研究而言，教科书
是话语体系的基本载体。
王桐龄在 1922 年初版的《新著东洋史·序论》中开篇就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中国今日竞言

变法，谈政治则效法西洋，谈法律则效法西洋”，但是为何“西洋行之而日富以强”，“中国效之而
日贫以弱”? 他认为“凡事必有基础，基础不固，则全体动摇，效法人国者，不探讨其精神，徒规规
于形式……懦夫举鼎，只以取绝膑之祸而已”，“历史者，合道德宗教法律政治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
组织而成，各种学术之基础也，故欲研究其国之学术者，不可不知其国之历史”。② 该书作为一本
中等学校用教科书，对什么是世界史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世界史者，研究地球上各民族自古迄今
互相竞争互相融合演成今日之社会状态，所经过之阶级者也”; 世界史又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二部，
西洋史学家“谓西洋史为世界史，其说非也”，“亚东民族，在历史上，绰有价值，欧人一笔抹杀之，
大不可也”; 世界史研究“全世界国与国之关系”，但是目前“东洋各国，孤立东亚，与西洋各国关
系绝少……欲合一炉而陶铸之，恐无水乳交融之望”，所以，王桐龄提出，该书定名为东洋史，以
作为“中国史之补助学科，以中国为主，而与中国有关系之国皆附入”，从而使世界史研究者能够更
加了解东方形势之大略。③ 王桐龄不仅指明了“欧洲中心论”弊端，而且从学科建设角度为如何加强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内在联系提供了现实思路。
到 20 世纪上半期，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西方有影响的历史哲学著作和史学理

论著作被译介引入中国，中国学者在译介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与回应，这一时期可以视为中

国世界史理论研究的积累期，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为学科形成准备条件。在这一时期，以鲁滨逊为代
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鲁滨逊的代表作《新史学》由何炳
松译为中文出版。这部《新史学》认为“历史是一种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广泛的学问”，“到了现在，
我们才知道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各种制度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历史的继续是一个科学的真

理”。④ 该书之所以名为《新史学》，“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不是一种停顿不进步的学问，只要
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评、融化新资料，他定能进步的; 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
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 而且历史这种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在我们知识生活里面，占一个比从前还要

重要的位置”。⑤ 何炳松认为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虽然是就欧洲史而言，但也可以对中国历史研究
形成借鉴。他与郭斌佳合译了中国最早的西方史学史译著即美国学者肖特维尔( James T. Shotwell) 的
《西洋史学史》，他还翻译了美国学者亨利·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尤其是编撰了《通史新义》。
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中的通史编撰进行了总结，还借鉴了西方史学提出对新
式通史的看法: 所谓通史者，其特性在于描写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故通史之

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中事实之配景。⑥ 这就要求通史家对于各类事实
之关系必须具有明白公正之观念，然后方能权其轻重而综合之，既不可失其相对之重要，亦不引入

主观臆测于事实之因果关系中。⑦ 这些阐述对于通史的理论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积极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界广泛传播。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历

史意义。从 1918—1923 年，他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
利》《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学与哲学》《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508 － 509 页。
王桐龄: 《新著东洋史·序论》上册，商务印书馆 1923 年再版，第 1 页。
王桐龄: 《新著东洋史·序论》上册，第 3 － 4 页。
［美］J. H. Robinson著，何炳松译: 《新史学》，商务印书馆 1924 年初版，第 1 页，“译者导言”第 6 － 7 页。
J. H. Robinson著，何炳松译: 《新史学》，第 23 页。
何炳松: 《通史新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8 页。
何炳松: 《通史新义》，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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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任务》等文。1924 年 5 月，他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署名李守常) ，这是中国近代
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李大钊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并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历史
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概括，建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李大钊分析唯物史观指出: “马克思述他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 纵着看人间

的变迁，便是历史; 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 李大钊将历史定义为: “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
并为其产物的文化……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①他分析历史和历史学的关系，指出“以历
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二部: 记述历史; 历史理论”，记述历史的目的是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并
描写出来，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将历史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② 李大钊强调历史理论
的重要性，指出历史理论说明历史现象的一般性质、形式和理法，实为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要部
分。③ 他进一步说明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和发展现状: “史学不但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察，并当关
于一般为理论的研究……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不过其发达尚在幼稚罢了……史
学方在幼稚的时期，刚刚达到就各个事实而为解释说明的地步，自与其他已经达到概括的为理论的

研究的科学不同。但此之不同，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④李大钊将记述历史分为六
个部分: 个人史( 传记) 、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和人类史，提出“人类史以把人类的经
历看作全体，考究叙述，以明人生的真相为目的”。⑤ 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世界史发展的现状，
指出“现在有所谓世界史者，其内容与此处所云的人类史不同。这种世界史，不是并叙各国史，即
是叙说列国关系的发达; 其内容仍为研究国家经历的事实，在学问的性质上，这不过是国民史的一

种，决非吾人所说的人类史”。⑥ 这一判断指明了世界史研究重史实而轻理论分析的要害所在。有
学者指出，“李守常先生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上贡献，非他人所可比及; 其贡献不只破坏传统中
国旧的思想，同时对于西洋思想亦加以攻击，而建立一种系统的、深刻的、新的思想”，“李先生是
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
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⑦ 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
人在传播阐发唯物史观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也大量地译为中文出版，

这对于中国世界史的话语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0 世纪 20 年代有两部世界史作品颇有特点。一是 1924 年出版的张仲和的《西史纲要》，这本教
科书在编撰上具有明显的特色。张仲和在该书的《编辑大意》中指出，“旧日教科学为体裁所拘束、
务求言简意赅，于历史上重要之点均不能显出，本书编制则纯用提纲挈领之法，撷取西史重要材

料，依次论列，原因，事实，结果，均朗若利眉，能养成读者对于学科之系统观念”。⑧ 张仲和还
强调该书“特别注意中西之关系”，所以在上古史部分专章列出“东西接触时代”和“东西融合时
代”。⑨ 二是 1929 年王纯一编译的《西洋史要》出版，其突出特点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西洋史。
在第 11 章“1848 年德国革命”中，该书专门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马克斯及恩格斯创造了
唯物史观”，“他们认为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决定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就是历史进程的基础”，
“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斯主义主要原则的第一次有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守常: 《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83 页。
李守常: 《史学要论》，第 65 － 66 页。
李守常: 《史学要论》，第 118 － 119 页。
李守常: 《史学要论》，第 97 － 98 页。
李守常: 《史学要论》，第 108 页。
李守常: 《史学要论》，第 109 页。
郭湛波: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8、103 页。
张仲和: 《西史纲要·编辑大意》，京华印书局 1926 年订正再版，第 1 页。
张仲和: 《西史纲要》，“编辑大意”第 2 页，第 9、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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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叙说，也就是第一个共产党的党纲”。① 在《西洋史要》中，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工业生产、
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空想社会
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848 年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巴黎公社、帝国主义、资本输出、
军国主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国际联盟等概念及术语都得到了运用，支撑了全书 18
章的总体结构。这不仅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影响，而且代表着世界史新的话语概
念的规范化进展。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围绕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讨论，
唯物史观关于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影响日益扩大。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抵抗侵略的浴
血奋战，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分析中国历史和中

国抗战的定位，批判帝国主义的侵华谬论，坚定国人的抗战胜利信念，总结历史经验提振民族自信

心。例如，韩启农指出: “从鸦片战争( 1840 年) 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这一百年的历史，
是用泪和血写成的，一方面，中华民族被奴隶的锁链紧紧束缚着，做着帝国主义的牛马; 一方面，

民族斗争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就是为了自由，为了解放……我们得把每一次的经验教训，应用在
今天的抗日战争上。”②这反映出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
翦伯赞 1938 年 8 月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明确提出: “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

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③他分析了世界历史
进程中各民族的交互作用，指出: 世界是整体的，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断要受到其他民族的历史

影响，同时也影响其他民族，这样就严密地构成世界史的交互作用，把握历史发展中之空间的关联

性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不仅要从世界史发展的一般途径中去分别考察个别民族的历史，还要从个别

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其与其他民族相互之间的影响作用。④ 吕振羽在 1942 年初版的《中国社会
史诸问题》中严格批判了日本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⑤ 他还分析世界史的研究现状指出:
“在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这一课题下，从洋务运动以来，就有两种主要的偏向: 一是文化贩运主
义的偏向，一是文化闭关主义的偏向”，文化贩运主义的偏向表现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无条件贩运，
已经翻译的多种“西洋科学”的书籍多系贩运式的介绍，没有通过其时中国民族的具体环境加以批
判、改造和消化; “所谓世界史，实际上只是欧美史，并没有中国史和亚洲及非洲等各民族历史的
地位”。⑥ 他进一步指出: 数十年来，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中国教育事
业的不死不活，症结就在于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性的文化贩运主义，“我们新文化工作者对
‘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特别对‘民族化’也是‘中国化’的工作还作得很不够”。⑦ 这些
阐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对世界史发展的理论反思。

1943 年，缪凤林在《中国通史要略》中不仅驳斥了“汉族西来说”，⑧ 而且运用世界视野将“中国
民性”概括为六点特征，分别是家族主义、中庸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政治上之不干涉主义
和实用主义，认为“吾民族得失之林，大略在是”; 他认为中国国民性中的世界主义优点在于“以平
天下为理想，而以国治为过程，化育外族，施不责报”，弊端则在于“有世界思想，而乏国家观
念”。⑨ 周谷城 1949 年 9 月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被一些学者视作专业历史学家书写的第一部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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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农: 《中国近代史讲话》，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 1947 年再版，第 77 页。
翦伯赞: 《历史哲学教程·序》，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 页。
翦伯赞: 《历史哲学教程》，第 150 页。
吕振羽: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48 － 56 页。
吕振羽: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 155 页。
吕振羽: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 156 － 157、159 页。
缪凤林: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 页。
缪凤林: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 5 －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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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世界史。周谷城明确提出: 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该书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
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 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

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 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① 他提出，世界通史之
所谓世界，系以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为范围，该书力求突出世界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从
而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所以该书第一篇讲远古文化之发展，第二篇讲亚欧势力之往
还，第三篇讲世界范围之扩大。② 周谷城在“远古文化区”上下两章中讲述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
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河流域和中美文化区，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书写。缪凤林的
《中国通史要略》则努力在世界史背景下书写中国通史，力求“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③ 这两部作
品正表明了中国学者对世界逐渐一体化的认识，同时也说明通史理论研究始终是通史编撰中的核心

问题，这些理论话语构成了世界史话语体系探索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崭
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对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
性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开展，世界史研究也相应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广大史
学工作者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世界史。1954 年，郭沫若在
《历史研究》创刊号撰文指出: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而世界人民特
别是追求解放的人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便感到莫大的憧憬，他们想从这里求得解决他们本身问题

的钥匙，然而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

的，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④ 这显然是新的
时代形势对世界史研究的客观要求。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苏联世界史研究成果的引入，对于中国学界清除旧社会的资产阶
级史学和封建主义史学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三联书店 1959 年出版了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
通史》。该书分析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与各色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别具有根本区别，
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甚至在其最为兴盛的时代，也只限于把各种事实加以证实和系统化，它虽然有

许多深刻的观察和可靠的思想，仍然不能够揭露出那决定全部非常复杂而矛盾的历史过程和决定各

种政治制度、国家、思想体系和文化的更替的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性; 唯物史观给历史科学奠定了基
础，这种历史科学是把人类历史当作合乎规律的、被内在矛盾所推进的社会发展过程来研究。⑤ 该
书进一步指出: 统一的和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的基础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前后相承的更替，即原始

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都是人类前进运动中的主要阶段，是人类进向更高一级即
共产主义制度去的大路上的各个历史阶段，共产主义制度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 世界史过程的主

导线索如此，它丝毫也不排除每个社会形态和世界史各个时期界限以内极其参差不齐的具体社会发

展方式和途径。⑥ 该书明确提出: 阶级斗争贯穿于对抗性社会的全部生活中，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各
式各样的表现方式，全部历史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只有通过社会革命道路，摧

毁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把政权转移到劳动者手里，才能消灭剥削者的统治。⑦ 这部《世界通史》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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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卷: 前两卷专讲原始公社和古代世界史( 到公元 4、5 世纪) ; 三、四两卷专讲中世纪史( 由 5 世纪
到 17 世纪中叶) ; 五、六、七三卷专讲近代史( 由 17 世纪英国革命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最
后三卷即现代史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① 该书的世界史分期框架被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长
期采用，其阐述方式成为世界史话语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对于唯物史观在世界史研究中理论

指导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还有耶·马·茹科夫主编的《远东国际关系史( 1840—1949) 》。该书指出其编写目的

是要书写从 19 世纪中叶起直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世界历史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
时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反映帝国主义时代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和冲

突性，表明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同时也证明亚洲各国人民

和全人类的进步力量在不断增长，这种力量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卓有成效地抵抗帝国主义的扩张

政策，并使资本主义剥削和殖民压迫的范围不断缩小，中国由帝国主义政策的对象变为国际舞台上

的一支积极力量，说明帝国主义阵地的削弱;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的

联合力量的胜利，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标志着帝国主义的一次最惨重的

失败，并在亚洲各国人民历史上写下新的光辉一章。② 这部著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世界
历史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这一时期的苏联史学家来华讲学和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世界史，对中国
世界史学科的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急需加强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黎澍在《毛泽东同志的〈改
造我们的学习〉和中国历史科学》一文中提出: 中国历史科学的最根本的方向是以中国历史为依据，
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它们在中国历史中反映出来的特点; 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横冲直撞一

百年之久，始终没有能够使中国沦为他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到底也还是因为我们民族是有伟大革

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能够很快地领会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成果; 必须加强对世界历史的研

究，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市场，加强了世界各个部分的联系，这是对于人类发展的—个极其重要的
贡献，但是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市场的手段是殖民主义最残暴的掠夺，资产阶级学者的“欧洲中心
论”，极力贬低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从世界历史中排除这些国家的地位; 因
此，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应当把重新研究世界历史并给以正确的说明当作中国历史科学的迫切任

务。③ 这些基本理论判断直到今天来看，仍有现实意义。这也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世界史学科建
设和话语体系建设，从一开始就努力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来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世界通史性作品是 1962 年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当时多

所高校的教师都参与了编写工作。这部《世界通史》从原始社会写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对世界上古、
中古、近代各时期的历史，包括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政治制度、重大事件、历史人物以及文
化等内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叙述。④ 这套四卷本《世界通史》“未脱苏联教材窠臼，但多少有所改
进，如采取一般公认的论点，注重史料的具体与确切，加强亚非拉各国历史，增加中外交流的章节

等。各大学历史系教师多目为比较合用的教材”。⑤ 周一良提出: 马克思主义史学十分重视历史分
期问题，依照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研究历史，需要明确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性质，掌握时代的特

征，了解哪个阶级是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只有明确了某一

时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才能明辨当时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⑥ 这是中国学者从世界史的编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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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得出的切实体会。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国别性通史著作是黄绍湘 1953 年的《美国简明史》。该书意在以资本主

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展开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来写美国资产阶级的上升和没落，以及劳动人民

必然获得最后胜利，该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分析，并以美国的新史学家对于美

国历史的分析材料作为主要参考，叙述了从“北美发现”以来的美国各个时期的经济情况、经济政策
及其后果，对外的扩张和侵略以及人民的斗争。① 这一时期在法国史、英国史、亚洲国家史、非洲
史、拉丁美洲史等方面也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研究作品或译作。吕振羽还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中的
特殊性和共同性，指出历史唯物论只规定人类社会在客观规律性的下面采取着一般的共同过程，但

并不规定相同的历史阶段一定要经过相同长短的时间，更不否认世界史各部分都有其独自的特殊

性，忽略这种特殊性就不能了解具体的历史，会堕落到公式主义或原理论，把这种特殊性夸大到否

认共同性的程度就不能把握历史的规律性，会堕落到唯心史观或多元论。②

“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摧残，但一些有责任感的世界史研究者，在逆境中仍然
坚持学术探索，虽然此时问世的作品带有“文革”特定时期的痕迹，但客观上为在中国传播世界史知
识起到促进作用。③ 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美国学者海斯等人所撰《世界史》内含的“欧洲中心
论”的批判。这部世界史是 1932 年美国出版的一本有代表性的教科书，该书认为，从伯利克里和恺
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的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白种人担任的，从 15 世纪以来，欧洲各
国就一点一点地把它们的文明传播到全世界，而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 黄色、棕色和黑色皮肤的
民族) 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④ 该书 1975 年的中译本
“出版说明”明确指出: 这部世界史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欧洲中心论”的印记，其作者怀着种族
主义的偏见，标榜欧洲白种人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一直担任历史的“主角”，诬蔑非白种人是“落
后种族”、“白种人的负担”，在书中多方贬低和抹杀亚、非、拉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贡献。⑤

这个判断点明了“欧洲中心论”的种族主义实质。“欧洲中心论”在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中的具体表
现就是把西欧地区的进步视作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其他地区则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而欧

洲的自我中心、欧洲白种人肩负领导世界责任的种族优越论和帝国主义理论充斥其间。“欧洲中心
论”不只体现西方狭隘的地域主义，而且体现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它把不同于欧洲和
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视野排除在世界历史的阐释体系之外，严重歪曲了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踏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改革开放事业急需对外国情况和外国历史的深度
了解，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时代发展机遇，其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极大扩展，研究成果的数量和

质量极大提高，尤其是形成了自身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这就为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

基本的理论框架和阐述方式。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世界史学者对通史研究、编撰及教学的探讨迎来了热潮。例

如，罗荣渠在 1984 年撰文指出: 把世界历史作为全球性的历史活动与经验来进行研究，是近代资
本主义兴起之后才逐步开展起来的，因为人类活动的范围是逐步扩大及于整个地球的，而把全球视

为一个整体的新的世界观，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冲破一切旧的区域性藩篱并把世界逐步连成一体的条

件下才可能产生。⑥ 罗荣渠认为: 作为全球性世界史( 不是指作为国别史的外国史) ，研究对象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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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界，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内容无限丰富，不能没有一定的限界和主要的研究任务; 要写

出作为人类整体发展过程的世界史，并不是要把没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条件和过程随便纳入一个统一

的世界史结构，而是要写出人类历史如何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发展，形成内在的
有机联系，逐步汇合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进程; 他进而指出就世界史这门学科来论，世界愈是卷入统

一的历史进程，对这种统一进程的整体研究，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所展现的共同历史规律的
共性与特殊性的相关研究，以及全球性相互关系的研究，必然会日益加强。① 这些阐述表明中国学
者对世界史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的判定日益清晰。
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1990 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集中反映了当

时中国世界史研究取得的进展。本卷由总论、亚洲史、欧洲史、非洲史、拉美史、北美大洋洲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国际关系史八个部分组成。吴于廑在其中《世界历史》的专文中，系统阐明了
世界史的学科性质、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梳理了古今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分析了
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对世界历史进程做出全局性概览。这篇文本标志着中国世界历
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确立。
吴于廑指出: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

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 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

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
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

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②

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观指出: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
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 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

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人类历史由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到直接生产者遭受不同形式奴役和剥削

的阶级社会，又由阶级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没有奴役和剥削的无阶级社会，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

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经做出了不少可贵
的成绩。③ “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
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推动历史从原始人类分散
生活的各个点到最后联结为世界一体的这一横向发展过程的决定力量，同样是物质生产的不断发

展……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仍然具有理论上的普遍规律性的意义”，“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
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

过程之中”。④ 吴于廑的这些论述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的主流理论话语，对于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
系建设具有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1990 年，西方的《世界史杂志》(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创刊，
中西方学界对新的时代条件下世界史的探讨可谓同步进行，以吴于廑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理论研究

上的前瞻性尤其突出，他不仅分析了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的内涵，而且指明了横向发展与纵向发

展之间的基本关系，为此后中国世界历史学的理论体系探讨提供了基本框架。
1992—1994 年，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六卷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六卷本
分为古代史编、近代史编、现代史编各两卷，注重史论结合，构筑新的编撰体系，力求体现吴于廑
关于世界从分散走向一体的学术思想，对世界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有所加强，并将中国史纳入
世界史体系。六卷本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是从人类起源至 1500 年; 从 1500—19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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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齐世荣不仅是这套六卷本《世界史》的主编之一，他还于 2006
年主编了四卷本《世界史》，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四卷本《世界史》明确指出是在六卷本《世界
史》的基础上，吸取近年学术成果，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从历史纵向发展即社会形态的演进与
各国各地区的横向联系上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脉络及其发展规律。四卷本增加了思想史和社会
生活方面的内容，着力揭示宗教的演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 着重考察近代世界横向联系的加强及其

对各地区各文明各民族的影响，探究现代化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进程及其复杂影响; 阐述了 20 世纪
初帝国主义形成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对国际关系演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
的认识和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不同类型及其特色研究等均有所深化。四卷本在六卷本的古代、近
代、现代的分期基础上突出了“当代”( 从二战结束以来至 21 世纪初) ，把当代史单独列为一卷。
《世界史·当代卷》在六卷本《世界史·现代史编》( 下卷) 的基础上，增补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的有关史实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其改革的近况，战后科技和文化所占的比重亦有所增加，力求为读

者勾勒出当代世界历史的全貌。《世界史·当代卷》明确指出: 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 政治上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一系列发展

中国家兴起，它们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因素; 1991 年苏联的解体震惊了世
界，但是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只是社会主义一种已经僵化而未及时改革的模式的失败，并非整个社会

主义制度的失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这种新生制度富有

生命力。① 六卷本《世界史》和四卷本《世界史》都是国家级规划教材，集中体现了吴于廑的整体世界
史观，这就意味着中国世界历史学主流的基本话语阐释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
这一时期现代化研究成为中国世界史的重要研究领域。这一研究的开创者罗荣渠把现代化视为

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和历史过程，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

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来进行整体性研究; 他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

展观，主张“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② 罗
荣渠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现代化进程的内涵，提出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理论框架，勾画

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全球发展趋势的总轮廓和总线索，并把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放在世界大

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他认为 1955 年以后的 25 年间，是历史研究发生急剧变化和重新估价的
新时期，变化的原因则是由于历史学家的工作环境较之 20 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急剧变化，世界各部
分的密切相互关联与影响加强，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到处造成新的

社会模式和知识模式; 欧洲重要性降低，苏美崛起形成压倒优势，亚洲和非洲的兴起; 传统的自由

民主体制解体，以及与 19 世纪迥然不同的政治形势的出现; 在这一形势下，西方历史学出现许多
新趋向，其中就包括从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扩大到以亚、非、拉美以及整个第三世界作为研究对
象、把世界视为整体从全球角度研究“世界社会”的宏观史学。③ 钱乘旦则进一步提出以现代化为主
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倘若以现代化为主线，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

五个阶段首尾相接，组成了完整的世界现代化的过程。④ 现代化研究构成了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 年，武寅主持的百余位中国世界史学者合作完成的 8 卷 38 册 1500 余万字的《世界历史》，
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面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将专题研究与编年叙事结合起来的大型世界通史著
作。这套多卷本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

①

②

③

④

齐世荣主编: 《世界史·当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前言”第Ⅲ页。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序言”第 4 － 5 页，第 75 页。
罗荣渠: 《积极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求索》，第 120 页。
钱乘旦: 《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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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与世界各卷组成，体现出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人类历史的独立理解和对当代社会发展
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及现实问题的认识体系。① 这套多卷本的第一册就是于沛的《中国世界史研
究的产生和发展》，他在书中明确指出: 1949 年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主要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世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通过

中国世界史学的学科建设、史料建设和史学理论方法论建设，完成了中国世界史研究从译介到研究
的转变。② 这个基本判断指明了中国世界历史学理论化和时代化的内在途径与发展历程。
经过几代世界史研究者的努力推进，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形成一门独立的

学科。正如于沛指出: 世界历史学已经完全具备了任何一门科学学科所具有的科学形态，以及不可
或缺的理论和方法。③ 2011 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
目录》，世界史正式成为一级学科。世界史的发展诚为不易，翦伯赞早在 1938 年 5 月曾经指出: 当
时在中国历史科学研究的领域内，还存在着许多荒原区域，需要继起的历史家从事于历史科学之拓

荒运动。④ 此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史研究在通史、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文明史、断代史、地区史、
国别史、国际关系史、一战二战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门史、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外国史学
译著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是对几代学人的辛勤工作的充
分肯定，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将面临时代提出的更高要求。

四、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特点和新的时代要求

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残酷的殖民侵略，中国人民被迫付出了沉重的
历史代价，历经御侮自强、艰难自新，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探索
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之路，并通过改革开放为世界整体和平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根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1952 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仅为 679 亿元，2018 年达到 900 309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175 倍，年均增长 8. 1% ; 中国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 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相应地，在这大约 180 年的时间
里，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从初兴到不断探索发展，以 1949 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
相继相接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9 世纪中期到 1949 年，在这大约 110 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筚路蓝

缕，从无到有，开创了世界史的一些研究领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摸索和实践过程。在“救亡图存”
时代主题的呼唤下，这个阶段的世界史在不断扩展对世界的认识和编译外国史学作品的基础上，形

成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突出特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努力为国家民族提供世界史的专业知识，
能够迅速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比较专业的学术反应，而且努力对世界大势做出科学的学术

判断。其中有些判断的精准，实令后人感叹。例如，王韬在《普法战纪》后序中分析欧洲和世界的走
势，“欧洲列国辙迹几遍天下……夫彼既割据日多，则争竞迭出……舟车、枪炮之技尽人皆同，遂
不得不更出新法，思驾其上。顾彼能然，此亦能然，日后必至斗智斗力之倶困然后已。……未有物
极而不反者也。呜呼! 不以大德宰之，元气安能久长也哉?”⑤这已经指出了欧洲国家将面临的困局。
黄遵宪在成书于 1887 年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一》中指出: “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当其
乱则视君如弈棋，视亲如赘旒。而每一交锋，蔓延数十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更有视人命如草

①

②

③

④

⑤

于沛: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历史》第 1 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总序”第 3 － 4 页。
于沛: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历史》第 1 册，“前言”第 2 页。
于沛: 《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 1949—2009) 》，“代序: 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第 1 页。
翦伯赞: 《历史哲学教程·序》，第 8 页。
( 清)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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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者，岂人性殊哉? 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①这种学术判断的前瞻性已经被后世的两次世界大战和
冷战的世界历史进程所证实，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世界史学术话语和思想的历史穿透性。当代人研究
当代史的鲜明主体意识，促使这一阶段的话语体系建设努力在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史学研究的世界

性之间确立一种适当的内在平衡，这种努力也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不断自新。
结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对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从 1840 年鸦片

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主要矛盾。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空前尖锐。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
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们不会允许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
1919 年巴黎和会将德国一战前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从而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就是帝国主义对
华关系实质的明显表现。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权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中国实行顽固的军事独裁统
治，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权残酷统治的具体表现。
中国近代的社会现实已经验证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而要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

枷锁，革命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
中华民族摆脱了被侵略被奴役状态，四亿中国人民挣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枷锁，极大地鼓舞了

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赢得的真正
历史性进步。同时，这也表明，中华文化已经从封建文化发展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大众的、民主
的新文化。史学作为文化中的文化，这一个多世纪的时代巨变，对其而言既是发展动力，也成为其
研究的对象。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实际上正是这种时代巨变的产物，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所反映的正
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世界史研究的结合，使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新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是从 1949 年以来，在这 70 年当中，世界历史学的学科建设获得长足进步，成为与中

国史并列的一级学科。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获得极大发展，可以看出，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内
含于世界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之中。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世界史
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是改革开放之初，或者世纪之交，在

重要历史时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构成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发挥了思想引

领作用。例如，苏联东欧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际国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事求是地总
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20 世纪的经验得失就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陈启能、于沛等人的《马克思主
义史学新探》一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主要包括历史规律，社会
形态，历史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主体和客体等问题; 另一方面具体
考察了中国、英国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这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
反思。该书明确提出: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20 世纪的发展，既有成功发展的时候，也有失败和受挫
折的时候，这本是符合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并不奇怪; 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总是密切联系现实，

特别是与各国的革命实践或进步运动相联系，因而苏东剧变自然会给它带来较大的影响; 关键是要

善于从发展特别是从挫折中认真进行反思，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就可能使今后的发展更顺利

些。② 70 年来，正是在世界史的具体研究实践中，中国学者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历史的性
质、阐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方式等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和阐
发，这意味着中国学者已经探索了一条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基本途径，即在唯物史观指引下，从物

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这个最根本因素出发，从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入手，说

明人类社会结合为统一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①

②

( 清) 黄遵宪著，吴振清等点校整理: 《日本国志》下卷，第 779 页。
陈启能、于沛等: 《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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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要求，对世界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实际上，我
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
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
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代世界的突出特点是世界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即人与世界的联系日益
密切，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各个部分之间形成各种交流网络和不

同层次的互动空间，具体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认同多样化等各个方面。国际社会
的结构和世界力量的平衡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正在大陆性和全球性的规模上重新调整，各种历

史和现实问题相互纠葛，使各国各地区都面临着一个剧变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
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中国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努力传承民族文化、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与载
体。在具体实践中可以看出，这个话语体系侧重于分析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过程。新时代对世界历
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要求，就是加强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的研究，进而更加充分地在经济全

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说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辩证统一，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中说明世界历史的

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从学理角度而言，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既包括作为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的基础理

论研究，也包括世界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自身的理论方法论研究，批判吸收外国史学理论的学

术成果，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在此意义上，西方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对我们有可资借鉴之处。二
战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因其浓重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而广遭批评，西方学界也在进行相应的反思
和重构，其成果就是二战后西方的全球史的不断发展，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史学传统日益发生

互动。全球史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西方全球史以研究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 跨文
化互动) 为切入点，构建出跨国、跨地区、跨大陆、跨半球、跨海洋直至全球的多重地理空间，以
及贸易、移民、技术、文化等多种社会性交流网络，全球史便具体化为在这些空间和网络内的各种
人类活动，这样就可以研究空间和网络内的某个地方、不同空间和网络之间的交流、多个空间和网
络的交叉互动，从而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内兼顾地方和全球。① 西方全球史实际上意味着西方世界史
研究的新一套话语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也就是对世界
历史各种横向发展现象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全球史在世界历史横向的实证研究上取得了
丰硕成果，不过也显露出新的问题，即如何界定发生跨文化互动的双方主体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

用。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脱离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而单纯强调交往的历史作用，无法说明不同
时期世界基本结构上的变化，无法说明不同时期各种交往现象的区别和联系。相应地，这就凸显出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于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学术价值。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世界历史是人类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在此基础

上人类交往不断密切的产物，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其中两个核心概念就是生产和交往，生产的发展
促进交往的扩大，交往的扩大有利于生产的保持，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要素构成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

而言的两种基本发展动力。西方全球史的话语体系在具体实践中回避了对生产及生产基础上的社会
形态更迭的分析，这是中国学界在对西方全球史的研究和判断中应当充分注意的问题。这也提示我
们，可以考虑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入手，从历史发展动力的角度来探讨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

与横向发展的关系，我们以往比较欠缺的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的研究，急需得到改善和提高。
具体而言，由生产和交往两条基本主线组成的纵横时空轴线，既包含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性

和统一性，也涵盖了人类不同群体发展的关联性和多样性。生产和交往的每一阶段的总和，都构成了人

① 董欣洁: 《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2 －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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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能动的生活过程的一种形态，都意味着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世界历史作为人的生活过程
的集合体，也将随之继续演化并不断臻至新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各个文明或地区的历史，
显然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各种支点，这体现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生产和交往在各个支点
达到的水平和程度，表现为各种地方社会的具体化情境，这些具体化情境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

空间范畴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在这个现实基础上，才能充分理解各种地方网络之间的互动，以及地方
网络和全球网络之间的互动，而这些不同层次的网络和范畴共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

证统一。通过生产和交往两条主线构建的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历

程，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和热忱，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如何把握文化主体性与研究视野全球性

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已经形成了自身阐述世界历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这是世界历史学未来

发展的重要理论资产。当代中国正处在新的发展节点上，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向世界历史学的话语
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便充分理解和应对当代这个由多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不同交流空间层

次组成的复杂世界，阐明中国人对全球一体的演变和走向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也就是世界历史学
能够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历史智慧和学术支持。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
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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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World History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New Era

DONG Xin －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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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world history is embedded in the research，compilation and teaching of
world history. Its essence is how Chinese scholars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define the nature of human history，and clarify the basic views and judg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
tion of human society. It reflects the ways that Chinese scholars theorize world history. The new era will inevi-
tably require a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discourse system. It's necessary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discourse syst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lso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refine the
core concepts，presentation framework，and elaboration methods of world history research. It is obviously one
of the feasible research ideas to further analyze the intrinsic driving forces of world history evolution from the
two basic concepts of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framework constructed by the two
basic driving forces of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it can be clearly seen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only the natural embodiment of Chinese history continuity，but also the concrete mani-
festation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law.
Key words: world history; discourse syste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global history


